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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基督教在华传教策略探析

王 公 伟

(烟台师范学院政法系，山东烟台264025)

    摘 要:明代晚期，基督教进入中国。基赞教在进入中国的过程 中，共策略是不断变化

的 最早传教士采取的是与佛教认同的策略，后来他们逐渐认识到孺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

地位 于是改变策略，开始向濡家方拢，并批判佛教。同时.传教士还以西方的科学知识为工

具传播基誉教教义，使墓份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了一定的进展，他们在中国建立了几个传教的

基地，并发展了一些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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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人们的思想也在发生

着巨变。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传人中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因素。实际上，基督教

并不是第一次进人中国。在晚明以前，它曾经几次进入中国，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中
国生根发芽。①明代晚期，基督教重新进人中国，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往基督教

进人中国，欧洲和中国同处封建社会阶段。二者在社会发展形态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有

程度的差别。但到了晚明，欧洲已处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中国却还是处在封建社会，

中国与欧洲二者之间的社会形态已经不同。同时，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传教士有了
一个传教的利器— 近代科学。晚明社会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之所以能够取得这

样的进展，是与其传教策略密切相关的。

    基督教是由各种派系构成的，当时来华传教的教派很多，但最终以耶稣会的业绩最

大。耶稣会由西班牙人罗耀拉在1534年创立，6年后经由罗马教廷批准，很快遍布于意

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波兰等国。耶稣会会员誓愿绝财、绝色、绝意，并绝对效忠

教宗。耶稣会与以往的基督教教团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强调对教宗和会长的绝

对服从，以及对于天主“纯正”的信仰。(二)耶稣会非常注重学术教育和海外布道活动。

(三)耶稣会传教手段富于灵活性和宽容性。[1](P3+)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耶稣会很快将其
传教的范围扩展到亚洲。

    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在明嘉靖年间进人日本传教，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人对他

说:“如果你们的宗教是真理，为什么作为一切智慧之源的中国人没听到它呢?"[2](er-s)这

    ①如唐代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流行.元代有也里可温教(基督教的蒙古语音译)的传播。有关悄况详见陈垣
先生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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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沙勿略决心进人中国传教。嘉靖三十一年(1552),沙勿略进入中国广东海外的上川

岛。由于当时实行海禁，他无法进人中国内地。沙勿略到中国传教的愿望虽然没能实现，
但他寄回欧洲的书信，却极大地影响了耶稣会。于是耶稣会便将传教的目标指向了中国。

万历七年(1579),受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之命，传教士罗明坚从印度进人中国的澳

门，准备在中国传教。万历十年(1582),罗明坚进人广东的肇庆。从此之后，基督教在中

国的传教之路就开始了。

                      一、耶稣会传教策略的演变

    罗明坚进人中国之后，便面临一个传教策略的选择间题。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一种

宗教从其源生地向外扩张，无非有两种手段:一是和平的手段，二是利用实力强迫其他地
域的人民接受其宗教。当时的中国虽然国力与以往相比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世界强国。

那时的欧洲，虽然已经进人资本主义时代，但是还没有强大到19世纪初期那样的程度。

同时，当时的中国社会由于饱受矮寇和海盗的骚扰，因此对任何外国人都有很高的警惕

性。这样，耶稣会要在中国立足，就必须采取和善的方式，首先取得中国人的信任才行。
在这种情况下，再结合耶稣会在日本传教的经验，传教士采取了与佛教协调的策略。在中

国，最早开始这样做的是罗明坚。

    传教士进人中国，首先面对的就是佛教。佛教在东汉永平年间传人中国，经过一千多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所以，基督教进人中国的第一关，就是如何

与佛教协调的问题。罗明坚等人对中国社会根本不了解，但他们看到佛教在某些方面与
基督教有类似之处，于是认为采取与佛教一样的装束会更有利于传播基督教。所以，罗明

坚到肇庆之后，便欣然接受当地官员建议，将自己打扮成僧人的样子，居住在寺庙中，传教
的方式也按照佛教的方式进行。如此一来，传教士被中国人看作是“西僧”，教皇也被称为

“大僧”。范礼安是这样描述当时传教士的状况:“一、在官员面前他绝对不许坐下，整个觑
见时间他必须跪着;二、他被怀疑为澳门葡萄牙人派来的奸细;三、他们的寓所被看作和尚
庙，人人都可以随便进去，官员可以在里面设宴款待不受欢迎的宾客，时问长达四、五个小

时。�[s]crizo)这就是说，当时的传教士地位是比较低的，他们被看作是从西方来的僧人。因

此，早期的传教士对佛教的认同，既是他们的主动选择，也是中国的文化环境所迫。也就
是说，在基督教问题上，国人存在着误读。对基督教的这种误读使得基督教在华传播所遇

到的阻力变小了。

    罗明坚进人中国不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相随而至。利玛窦应罗明坚的邀请进人

中国的澳门，在那里，利玛窦学习了汉语和一些当地风俗习惯。与罗明坚一样，利玛窦刚

到中国时，也是与中国的佛僧一样的装束。但是利玛窦进人中国内地之后，很快就发现僧

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并不高，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受过儒家思想教育并经过科举考试

进人官僚阶层的士大夫，于是利玛窦与罗明坚在传教策略上产生了分歧。罗明坚认为佛

教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的最佳点，故应与佛教保持一致;利玛窦则认为濡家思想是中

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只有保持与儒家的一致才能更好地传播基督教。尤其是在南京的一

次辩论，使利玛窦的这种认识更为明确r。1599年，利玛窦到达南京。他的好友瞿太素

安排了一次与李汝祯的辩论，当时的工部主事刘斗墟也在场，在听完李汝祯的佛教主张之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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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刘斗墟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受的是孔门儒家的教育，居然有人反对孔子，信奉外来的

佛教，实在是件可耻的事。11[4)(P312)刘斗墟的这种态度使利玛窦对佛教在整个士大夫阶层
中的地位有了更明确的认识。随着利玛窦等人对中国了解的加深，他们对中国的三教有

了更明确的认识:“首先是儒教，即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的教派。孔子是极其卓越、洁身自好

的伟人之一，··一备受所有的弟子和信徒崇敬，以致他们在朔望之日群集于宫中学堂里，

对他的肖像敬香叩头。⋯⋯其次是释迩的教派，⋯⋯僧人多少窥知来世，指导一些善有善

报、恶有恶报的道理。再次是道教。道士效法某一个人，认为他是个圣人，应受崇

拜。"" [31(PI42-143)在三教之中，佛教的地位比较低:“僧人被视为中国社会最卑鄙最歹毒之人，

出身寒微，一个个都来自最低贱最贫困的家庭;他们自幼即被父母卖给老和尚，被收养为

继承人。⋯⋯尽管不能娶妻，他们却是最放荡的人，只要竭尽全力悄悄干他们的坏事，以

免受到官府严惩。··一他们的庙宇分成若干僧舍，都指派了终身执事。⋯⋯可以去租房

间，⋯⋯而每座庙不如说是像个大旅店·，。⋯里面最无人过问的就是拜佛、念经、习佛

法。”川(et6e)需要说明的是，利玛窦的这种说法不尽符合当时的佛教界状况。尽管晚明佛

教界存在种种问题，但仍然有像袜宏(莲池大师)那样戒行严格的高僧。利玛窦所理解的

僧人是一些“伪僧”，即由于社会动乱，生活没有着落而临时混进僧界的人，他们的身份是

不被政府和僧界承认的。

    基于这种认识，利玛窦等人开始改变以前的传教策略，这种转变分两个层次:一是从

装束上，利玛窦等人不再穿着和尚的僧衣，而是改穿中国士人的濡服。这一点没有任何实

质性的意义，它只是要从外表上改变人们的看法而已。二是在思想上，有了一个根本性的

改变。在利玛窦等人看来，如果基督教不能在中国的士人阶层得到认同，那么基督教在中

国的传播就无法实现，即使取得短暂的成功，最终也要失败。而要使中国的士人阶层消除

对基督教的怀疑和排斥心理，就只有在思想上让儒家学者认同。

    从那以后，利玛窦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儒家的传统经典(四书)等著作，并最终成为一名

饱读经书的西方学者。在与士大夫的交往过程中，利玛窦时刻提醒人们他是一名崇拜儒

家思想的西方人，于是“西儒”和“利进士”的称号不胫而走。同时，利玛窦在传播基督教的

过程中，也不断强调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并利用一切机会批判佛教:“我从早到晚

交谈、议论、阐明我教信仰;经我们指出他们那个教的谬误之后，许多人想人基督教，痛斥

偶像，要抛弃偶像。}}[3](P224)
    值得注意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的分歧，仅仅是在传教策略上，至于他们对待佛教和

儒家思想的真正态度则没有任何不同。基督教作为一种严格的一神教，对其它文化体系

是一律排斥的，这就决定了它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态度。但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文化

底蕴的国家，所以传教士在中国不可能采取他们在美洲及其它经济和文化不发达地区的

传教策略。他们要在中国立足，就要首先取得中国人的信任。因此，无论是罗明坚认同佛

教的策略还是利玛窦对儒家的亲近，目的都是为了减少国人对他们的排斥。这一点，我们

可以从利玛窦寄回欧洲的信件中明确看到:“虽然儒家拒绝谈论超自然真实，但在伦理教
海方面与我们几乎完全一致，，··⋯所以，我一开始就利用这一教派来攻击其它两教(偶像

教)而不驳斥儒教，而是把看来违反我教神圣信仰的那些章节加以解释。⋯⋯我们要是以

蓄意的言词武装自己。同时打击三教，那就会处于非常麻烦的境地;不过，我仍然不放弃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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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现时的士大夫的某些新论，只要是不符合古训的，都予以驳斥。�[31(vzu)

                    二、以“科学”为工具的传教方式

    耶稣会进人中国之后，发现中国人对外国人有着异常的戒心，他们几乎没有办法打开

中国之门。后来耶稣会成员发现，中国人对他们所带来的一些新奇之物，比如自鸣钟、三

棱镜等东西很感兴趣，于是就充分利用这一点来吸引中国人，以图打开局面。正是依靠这

些小玩意，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人很快在广东得到了居留地。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利玛窦

认识到中国人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很感兴趣，于是积极地向人们传授这一方面的知识。

利玛窦说，他的中国朋友瞿太素“对那些新鲜事物十分喜爱，似乎从来不能膺足，总是不断

学习。先是学习算术，然后学习克拉韦乌斯神父的(天球论》，最后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
本)第一册。于是在这些知识的装备下，瞿太素很快就学会了各式各样的日暑以记时辰，

还能运用几何规则和尺度来测量高度和距离。他夜以继日背诵学到的知识，又亲手制作

了各种木制、铜制、甚至银制的工具:六分仪、天球仪、测象仪、量角器和磁盒等”。(31(P139)通
过瞿太素的例子，利玛窦认识到科学技术在传教中的作用。当然，利玛窦的最终目的并不

是在中国传播科学知识。晚明的人们之所以对科学知识感兴趣是出于以下几个理由:第
一，当时人们认为科学技术与所谓的点石成金之术密切相关。。第二，人们对传教士所带

来的一些新奇之物很感兴趣，故而对创造这些物品的科学技术也乐意接受。第三，晚明社
会已开始进人到资本主义的前夜，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这就使得人们对科学技术有着急迫的需求。在以上三种情形的作用下，中国人对西方的

科学有着异常的兴趣。传教士便因势利导，以此为工具传播基督教信仰。利玛窦常以许

青臣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许青臣是明朝的一个官僚，他曾经对传教士王丰肃说，他根本

不喜欢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王丰肃便做了一架浑天仪和一架地球仪给他，并赠送了一

幅(堪舆万国全图)。许青臣见了之后，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很赞赏。王丰肃趁机劝许w臣

人教，并对他说:“到目前为止，你所学的，与基督教的信德奥秘相比，那真是雕虫小技而

已。膜拜天主往往超过观赏星辰。r1[41(P530)于是许青臣成为基督教徒。利玛窦曾经得意地

说:“利用科学使中国学人人教，这是最好的例子。++[4](P530)

                  三、基督教在晚明社会的传播情况

    利玛窦等耶稣会成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比较有效的传教策略。耶稣

会利用这一策略，成功地在华建立了几个传教据点。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韶州、南昌、南京

和北京。1589年利玛窦离开肇庆到了韶州，并在西关谋得一居留地，并开始建造教堂。

这是基督教在华第一个比较稳定的传教基地。15%年，利玛窦借为兵部侍郎石大人的儿

子治病的机会，到了江西的南昌。南昌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读书风气很盛的城市，在全国

的影响力也很大。这一点对于利玛窦等人所奉行的传教策略很有利。所以，南昌很快成

为耶稣会在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南京是明代早期的首都，在当时的中国占有非常

    0 利玛窦等人到中国之后，由于他们不像佛僧一样进行化缘，所以他们的经济来源-度被人们怀疑，进而人们
认为他们有点石成金的特异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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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地位。能够在南京建立传教基地，是耶稣会尤其是利玛窦等人的理想。几经周折，
利玛窦等人终于在南京取得了居留权，并建立了据点。基督教在南京的立足，使得它可以

直接与中国的传统思想交锋，这对于基督教日后在中国的发展很有利。北京一直是利玛

窦念念不忘的地方，在利玛窦看来，只有依靠皇帝的支持和庇护，基督教才有可能在中国
得到进一步发展。1601年，利玛窦等人到达北京。依靠自鸣钟等供物，利玛窦得以进宫，

并“参拜龙座”。利玛窦以自己对儒家经典和欧洲科学的熟悉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成为一
个受人尊敬的“泰西儒”。能够在北京立足，这是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最大成功。一般而言，
在整个明王朝，北京是不允许外国人定居的。但利玛窦靠个人的努力取得了居留权，这对

于耶稣会的传教来说，不音是有了尚方宝剑。事实上，利玛窦等人在北京的存在，确实起

到了保护其他传教基地的作用。

    耶稣会建立了传教基地之后，他们的传教活动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结识各地的权贵阶层，为基督教的传播创造条件。耶稣会每建立一个传教基

地，其成员，尤其是利玛窦，便积极活动，与当地的官员建立关系，以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

持。在韶州，利玛窦在瞿太素的协助下，结识了许多有势力的人，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去拜

访过利玛窦，他的声望与日俱增。在此期间，利玛窦先后结识了英德知县苏太温和南雄知
县王应麟以及日后对他有重大作用的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在南昌，利玛窦先后拜会了

显宦、皇亲、名流以及大儒，并与在南昌的建安王、乐安王、弋阳王常有来往。在南京期间，

利玛窦充分利用已有的社会关系，扩大自己的声望，以利于将来进京数见皇帝。这一时

期，南京国公、五军提督、太监头目等都来邀请利玛窦;利玛窦也通过各种关系结识了叶向
高、厉汝进等大儒。在北京，利玛窦除了与当时的官僚保持密切的关系外，还积极在士人

阶层中寻找保护人，建立了一个护教的组织。利玛窦在北京期间，与徐光启、李之藻和杨

廷摘关系密切，他们先后受洗，日后成为晚明基督教的三大柱石。。

    第二，刻印书籍，传播基督教思想。在利玛窦等人看来，中国人对于书本特别感兴趣。

同时，由于中国的幅员广大，传教士不可能到达所有的地方，而书本则可以到达。因此，在
中国的传教士就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刻印书籍，来传播基督教的思想。早在南昌基地，

利玛窦就写了一本(交友论》的书籍，其中借着介绍西方哲人关于交友的思想来传播基督

教思想。在南京和北京，利玛窦先后刊印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二十五哉言)等传

播基督教思想、批驳佛教理论的书籍。

    第三，吸收信徒。通过建立传教基地和传播基督教思想，为吸收信徒创造了条件。据
利玛窦自己所写的信所说，在肇庆时，“我们的(教徒)羊群数量已经增加，簿记快满四十名

了，有经验的人都说这个数字不小。̂[31(P109)在韶州，1591年，一个叫做郭尚华的商人受洗
成为基督徒，利玛窦为他起教名为“约瑟”。以后陆续有十几个人受洗成为基督

徒。(3](P]50-151)至于在南京、北京受洗的人就更多了·
    由此可见，晚明时期耶稣会的传教策略是很有成效的。在这种策略的指导下，基督教

不断扩张，最终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浙一带得到了发展。日后，这一地区也成为基督教

    O 徐光启是1603年在南京由罗如望洗礼，李之藻是1610年在北京由利玛窦洗礼，d4杨廷简确实在1610年从金
尼阁等人洗札，此时利玛窦虽已去世，但在生前即与杨廷摘交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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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佛教思想、儒家思想交锋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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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教育的发展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必需，而且也与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有密切的关系。

    但在我们承认教育救国思想有其合理性的同时，也不应否认教育救国思想中的根本弊端。如吴稚

晖即有革命一起，易生革命党之暴徒，始则夺权于少数强权者之手，继则互相争夺，肆为屠戮的疑虑。如

若无视中国问题的本质所在，把教育视为救国的唯一道路和方法，甚至以此贬低和抵制革命斗争，那就

是大错特错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相结合实行反动统治的结果，解救中华民族的

任务 单靠教育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不彻底推翻反动统治，改变中国受列强任意宰割凌辱的命运，

教育也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教育救国的服膺者情况复杂，难以一言道明。他们

或不甘于民族国家之任人凌辱，或震慑于暴力革命的急风骤雨而选择了这一主张，也因每个人地位的不

同、认识的差异、觉悟的高低而选择了不同的政治方向。应该说 ，20世纪 2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知识分

子都能在事实面前逐渐放弃单纯依靠教育的幻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加

人到革命的洪流中，为真正的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有一部分人虽未加人革命阵营，却也始终没有放

弃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以独立思考、埋头苦干的精神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的发展，虽不免与革命

的主旋律有不协调之处，却也对改变中国教育的落后、对民族的复兴起到了一些有益的作用。可悲的

是，吴稚晖与上述两种情况均有所不同，他既没有参加革命，也未能守住一个知识分子该有的良心，反而

随着阶级斗争的升级，膨胀了其思想中的政治实用性倾向，最后沦为国民党蒋介石忠心不二的走狗，成

为鼓吹“教育救国’.分子中最为堕落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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